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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一体化正在推行过程中，但却磕磕绊绊，并不顺利。为什么在欧洲、北美甚至在东亚内部的东盟，或者是更广范围的亚太地区都可以推进的经济一体化却在东亚止步呢？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认为是由于东亚区域内成员大相径庭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合作的停滞。确实，从500美元到2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来看，区内成员分属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等不同发展阶段，但这样的说法又遇到了APEC的挑战。有的学者则提出多样的社会背景，强调与欧洲相比，东亚更为多样化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加大了同一性共同体的建立难度。而实际上，身处东亚区内的东盟各国则具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新儒家文化等鲜明的文化差异，却也顺风顺水，即将完成自贸区建设。有的学者则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东亚各国政府不同的政治诉求阻挡了地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但何种利益可以阻挡住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呢？
也许，以上观点太过于关注阻碍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因素，放大了东亚区域成员的差异性，而且仅仅根据现实状况来解释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采用较为积极的立场来分析引导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思潮，关注亚洲意识的形成、朝贡体系与东亚地区、日本东亚秩序的延续以及东亚奇迹与区域经济合作，试图在回溯历史思潮、梳理脉络的基础上提出形成东亚经济一体化新思路的若干要点。
在综览思潮中，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美国门户开放主义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三个不能回避的经济秩序，三者贯穿于殖民时代、战争与冷战以及东亚复兴等阶段，也是区内外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所持纷繁观点的基本范式。
一

长时段的历史是地质史，可以说，“经济在大陆上的分布格局首先是取决于自然障区与非障区的分布”
。虽然海洋具有全球一体的连续性，但就近所节省的成本还是使得陆地运输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在非障区更容易形成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流动，也就造就了在非障区形成的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东亚经济区域，也是与本地区的地理状况有关。东亚区域西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障区——太平洋，东面则是亚非大障区的北段，由西亚、中亚的荒漠和群山构成，包括高寒的青藏高原。夹在两大自然障区的东亚又是大的非障区——亚洲东南部非障区的大部分，包括朝鲜半岛、日本、中国东南部、中南半岛以及马来群岛等。
 当然，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并非就意味着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地理特征对东亚经济体的促进作用只是在近年才体现出来，而障区阻隔经济流动的力量却更为明显。实际上，在第一个千年中，欧洲与亚洲就是两个分裂的经济体系。

文化意义的“东亚”并不长久。“东亚”以及“亚洲”概念的形成与欧洲对东方的想象、征服与殖民密不可分。亚洲（Asi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中就有明确的提及。但是，希罗多德提到的“亚洲”只到印度，不包括东亚地区。
毋庸置疑，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出使或者战争交往有很深的渊源，但却断断续续，并没有对欧洲或者身处东亚的中国以及其他成员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蒙古时代，欧洲才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
而之后欧亚持续性的直接来往和持续接触则始于16世纪，当时的葡萄牙在开辟新航路后占领了马六甲。新航路帮助欧洲人绘制了比较精确的世界地图，也丰富了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其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行踪为欧洲人心目中的亚洲形象更增添了历史、地理、语言文字、艺术、教育、宗教和社会制度等具体的内容，“亚洲”彻底摆脱了阿拉伯之亚洲、印度之亚洲的印象，其中心就是中国形象的放大。在传教士艾如略所撰《职方外纪》中，卷首即为“亚细亚总说”：

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地西起那多理亚，离福岛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离福岛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曰回回、曰印弟亚、曰莫卧尔、曰百儿西亚、曰度尔格、曰如德亚，并此州巨邦也。海中有巨岛，曰则意兰、曰苏门答剌、曰爪哇、曰渤泥、曰吕宋、曰马路古。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中国则居其东南。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其北极出地之度，南起琼州，出地一十八度，北至开平等处，出地四十二度。从南涉北，其得二十四度，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其距大西洋路几九万，开辟未始相通，但海外传闻，尊称之为大知纳。近百年以来，西舶往来贸迁，始辟其途，而又耶稣会中诸士幸复遍历观光，益习中华风土，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西番、女真、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真腊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载者于左。
从上文可以看出，当时的传教士可以在“西舶”往来之后，在中国“遍历观光，益习中华风土”，对官修地理总志《一统志》也详尽知晓，对中国朝贡体系的了解也已经不出今人左右，可见传教士的认识之深刻与细致。文中提到的亚洲描述也比较清晰，亚洲的面积、国家以及风土都是论述的对象。中国等东亚国家对世界的认识也有赖于这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对中国、日本和朝鲜各国的世界观形成了冲击。中国的天下观开始受到撼动，日本之前的“三国世界观”（三国指中国、印度和日本）和朝鲜的“中华中心说”也都因为利氏地图有了变动。这些跨文化交流的成果不仅在中国
也在欧洲引起关注。甚至有这样的观点，传教士给欧洲带回的中国影响超过了他们在中国的布道。
 
新航路给东亚带来的不只是宗教因素和世界意识，还有影响之后几百年东亚社会变迁的殖民体系和地区秩序构成。今日的东亚区域类似于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远东”，是指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以东的地区，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与东南亚。可以说，“东亚”区域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作为殖民帝国的一个布局，以距离殖民中心的远近来区分的，是一个“他者”的概念。这种非独立性由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而更为强烈。“门户开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而抛出的均势性要求，但却在东亚地区开创了地区外大国在这个区域主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先例。
二

欧洲所传递的亚洲乃至世界的意识，在亚洲知识人中得到回应。在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世界图景，包括对亚洲的描绘。但是，更多的反应却是“西舶”往来之后，船坚炮利、领土瓜分所激发的联合对抗外侮的意识。面对同为亚洲区内的日本的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官僚纷纷提出要联合日本、共抵外侮的主张。
黄遵宪是较早的知日派。他曾在1877年至1882年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此期间处理了“琉球案”，之后于1887年完成十二卷本的《日本国志》。他虽然对日本的野心有所察觉，但还是以同处亚洲为由，倡议联日。在日本吞并琉球时，他赋诗道：“刚闻守约比交邻，忽尔废藩夷九县。”
他还协助当时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李鸿章致函，指出：“日本今日灭球矣，明日且及朝鲜，欲未必厌也，其势且将及我”
。但是，日本潜在的侵略野心不如中国及周边国家遭受的侵略更为紧迫。黄遵宪在向日本亲王的赠诗中写道：“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楫。譬若辅车依，譬若掎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
他的联日主张还延伸到对朝鲜的外交建议中。在交由金弘集带回朝鲜的《朝鲜策略》中，黄遵宪认为朝鲜应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不仅如此，驻日期间，黄遵宪还参加了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创立的兴亚会，响应日本半官方人士提出的中日朝联盟主张。看似矛盾的防日又联日的观念是源于轻视日本的立场。黄遵宪驻日期间，正逢日本财政紧张和恶性通货膨胀，因此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外强中干，朝野乖隔，府帑空虚，自谋之不暇”
，力不足制朝鲜，“漏卮不塞，可怜也！夫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虎狼之秦，眈眈逐之。彼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哉”
！虽然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让黄遵宪赞叹，但当时的财政与金融困境还是让他低估了日本的国力。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虽还未提出“门户开放”照会，但黄遵宪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了美国的亚洲均势外交意图。在《朝鲜策略》中，黄遵宪这样描述美国的态度：“（美国）愿与英、法、德诸国，迭来乞盟，此则泰西所谓均势之说也。”
他向朝鲜建议的“联美国”国策也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共和为政，故不利人有”，而且美国“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使欧人不敢肆其恶”，他认为美国“愿东洋各保其国，安居其事”，“疏欧亲亚，恶侵人国”。
在黄遵宪眼中，同为侵略国家的美国却与欧洲“恶”国不同，是亚洲各国的保护者，通过与欧洲的均势达致亚洲的和平。这还正随了美国在近二十年后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心意。
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还是弥漫着黄遵宪早先提出的联日观点，清朝新政期间还曾有过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在《马关纪事》一诗中，黄遵宪写道：“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
早年的曾纪泽、之后的章太炎和梁启超也都有过类似的以同处亚洲为由而亲日的态度。有的现代学者认为，当时中国联日的态度并不能说明中国自以为是的主导天下立场的改变，而只是希望借助日本以效西学，
这一想法无论是在改良派、革命派还是保守派中都有体现。谨慎、联合、轻视、效仿等对日观点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共存局面，之前的中国与崛起的日本都成为地区经济圈的研究对象。
朝贡贸易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基于中国主张的华夷秩序论。中国学者认为华夷秩序在明清两代达到全盛与顶峰时期，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华夷秩序的内涵是：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 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 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 和理想框架。

随着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华夷秩序的理念也随之扩散，成为东亚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精神基础。朝鲜和日本还衍化出“小中华主义”和“日本型华夷秩序论”等类似的体系。
朝贡关系是中华帝国地方分权体系延伸至外交领域。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包括东南夷、东北夷、北狄和西戎等140多个成员。中国对当地国王加以册封，而在国王交替之际或庆典感恩时机到中国朝见。在朝见过程中，朝贡与回赐带来多边的贸易关系，包括：“（1）由贡使携带的传统的贡物以及由中国方面与此对应的回赐物构成授受关系；（2）贡使的随行人员在官办的、限定规模的北京会同馆进行的交易；（3）随同贡使到来的商人团体在国境上所设的榷场或在沿海港口与中国方面商人进行的交易。”
贸易也带来了移民等人员流动以及结算所引致的白银流通等诸多市场因素。至此，滨下就构建起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亚洲（以东亚为主）经济圈。但是，“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圈随着殖民主义来到东亚而解体，之后东亚地区进入殖民和战争所带来的地区秩序重组阶段。
可以看出，虽然滨下致力于脱离西方冲击-东方回应的窠臼，但仍然不得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他所采取的贸易圈的分析工具也离不开欧洲贸易圈的辐射，更可以说分析思路就有欧洲贸易圈的影子。对于华夷秩序论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圈观点，日本学者中村哲则认为在16世纪以后，中国的华夷秩序以及朝贡体系都已经不再是东亚贸易的中心因素。朝贡体制“作为政治秩序是极为松弛的，其形式的礼仪方面很强，规定其经济关系的力量看来较弱”
。黄枝连也强调朝贡体系的文化意义，提出“天朝礼治体系”，并以这个体系最为典型的朝鲜作为案例，构建了东亚世界体系的解释框架。
以费正清为首的学派则认为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是华夷秩序的中心，但在西北地域则未必。

也同样是贸易圈，杉原薰提出“亚洲间贸易论”，重视日本工业化的主导作用，以东南亚为中心，将考虑的地区扩大到南亚的印度，构建了另一个解释框架。
杉原薰关注的是19世纪后欧美殖民给这些地区带来的贸易的可能性，提出印度和日本工业化是亚洲间贸易的“成长引擎”。在1883-1913年，亚洲地区到欧洲的出口额年均增长3.2%，与世界贸易增长率持平，但亚洲间的贸易增长率为5.4%，远远高于亚洲总体贸易额的增长。这个现象是亚洲独有的，在同时期的非西方的拉美和非洲地区都没有出现，而亚洲独有的贸易产品圈来源于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亚洲间贸易圈包括印度出口棉花到日本，日本和印度出口面纱到中国，日本出口棉纺织品和其他杂货到中国。棉纺织业贸易促使亚洲区内的生产专业化，并为东南亚的稻米以及其他初级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亚洲从而形成区域性的分工体系，即印度和日本成为制造品的出口者和初级产品的进口者，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则反之。这种贸易和分工体系都是自足的（autonomous），其大部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是由亚洲国家自己完成的。但是，西方国家在其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棉纺织品和大米的主要消费者正是向西方出口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亚洲间贸易是西方需求的结果；其次，西方国家提供了消费制造品的基础设施，例如铁路、港口和城市；最后，19世纪末，大部分亚洲国家都采纳了“金本位制”，从而更易于从西方进口资本品，金本位制的采用也说明亚洲间贸易与西方金融体系的密切关系。与朝贡贸易体系相比，杉原更重视印度和日本在本区域的引导性作用，中国是作为产业分工中较低层次产品的提供者，而且杉原不是极力排斥西舶来航的因素，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中西结合、生产与贸易互动的视角。
在讲述东亚贸易圈的时候，以华侨为主体的贸易离散社群（Diaspora－Trade network）也提供了一些思路。
黑田明伸等学者还从东亚的小农社会出发，分析东亚货币体系的特征。川胜平太则从技术角度着手，将技术外溢分为中国主动转让和周边各国主动引进两类，营造东亚区域内的技术转让和国际分工体系。
这些观点各有专长，但对于东亚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解释力不如上文中提到的贸易体系。
提倡东亚经济圈的各位学者都强调本区域的自足性，虽然西方的影响不可忽略，但各门观点都力图来摆脱这一影响。不仅如此，与“欧洲中心说”针锋相对，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亚洲中心说”也在近年来广受吹捧，成为大国再次崛起的历史证明。滨下武志就称自己是“亚洲中心论”者，还有内藤湖南所倡议的中国为圆心的“东方历史说”，宫崎市定提出在宋朝时就已经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等等。彭慕兰的《大分流》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都持类似的亚洲中心说。
正如上文所言，日本在20世纪初的崛起确实为东亚增添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生力量，使得中国在应付欧美侵略时也要考虑日本的因素。但是，虽然中日两国都处于东亚，又同文同种，可东亚这个区域性概念似乎还未具有实际意义，在下文论述的“亚洲主义”萌发时，波斯、土耳其还都在考虑其中。虽然如此，西学西人来袭，中日朝各国在提出各自的“体用”之说的同时，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关系却也不能回避，也就自然会有倡导东洋文化和东方道德的人。既然欧洲有自己的源流，亚洲也似乎该有自己的体系。正是在做亚洲体系构建时，朝贡贸易体制和亚洲间贸易论等理论出现，东亚经济圈也就在这样的论述中现形了。

三

“东亚”这个概念何时形成，还有待考证，比较早的相关文献是地理方面的著作，例如在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威廉的著作《富矿王国的自然史》（1789年）中就有东亚（East Asia）一词。作者写道：“东亚人有着古铜色的皮肤，胡须稀疏，与美洲人类似。”
在得到西方传来的对于亚洲地理的全面认识之后，东亚也似乎还未独立出来。东亚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由于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论”而得到强化。
也同样是借助于欧洲的世界意识，日本挑战的是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在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借明治维新之机，对琉球、台湾和朝鲜图谋不轨，明治7年（1874年），出兵台湾，又因为要领有琉球而与清朝对立，明治8年又挑起江华岛事件。日本一方面直接谋求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对朝贡体系中最忠实的两个臣属国发起直接挑衅。黄遵宪对日本的侵略意图略有察觉，但终归不得重视。日本也在中国事实上的放任之下把琉球收入囊中。
作为一个华夷秩序边缘的不完全成员，
日本虽然可以借助国力的日益强大和中朝的忍让不断得手，但却与中朝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极端的“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提出“脱亚”
主张，原文并无题目也无作者，是后人收录在福泽谕吉文集中时命名并指出作者。文章全文不过2000字，但却用强硬的口吻提出西方文明的势不可挡，中朝两国却固守儒教文化、拒绝改革，维新后的日本为了在亚洲闯出一片新天地，唯有“脱亚”：

我日本の士人は國を重しとし政府を輕しとするの大義に基き、又幸に帝室の神聖尊嚴に依頼して、斷じて舊政府を倒して新政府を立て、國中朝野の別なく一切萬事西洋近時の文明を採り、獨り日本の舊套を脱したるのみならず、亞細亞全洲の中に在て新に一機軸を出し、主義とする所は唯脱亞の二字にあるのみなり。（我们日本的武士本着重国家、轻政府的大义，又仰仗于皇室的神圣尊严，毅然决然地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新政府，国中朝野又全盘采用西方文明来处理。如果日本想脱离旧制，在亚洲的中心能独树一帜，原则只有“脱亚”二字。）

“脱亚”的目的却是立足于亚洲，这看似矛盾的主张实际上只是因为对“脱亚”二字的理解。从原文中可以看出，福泽是在主张脱离儒教文化的藩篱，与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中朝二国远而远之，但是后人不仅加入“入欧”二字，变成“脱亚入欧”，而且把福泽的主张发挥为拒绝承认日本的“亚洲”国家地位，是一篇蔑视亚洲邻国的论述（日本中小学历史教材），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檄文（远山茂树语）。这就忽视了福泽的书写背景，对其因甲申政变失败而承认自己朝鲜对策失败的失望之郁闷视而不见了。虽然之后福泽谕吉对侵略中国大唱赞歌，但19世纪80年代发表的这篇社论充其量还只是加快推动日本近代化和文明化的一个倡议。
在“脱亚论”一文中，福泽批驳了当时盛极一时的“兴亚论”，但却不得不承认日本和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是西方国家眼界中的“一村一町”：
輔車唇歯とは隣國相助くるの喩なれども、今の支那朝鮮は我日本のために一毫の援助と爲らざるのみならず、西洋文明人の眼を以てすれば、三國の地利相接するが爲に、時に或は之を同一視し、支韓を評するの價を以て我日本に命ずるの意味なきに非ず。例へば支那朝鮮の政府が古風の専制にして法律の恃む可きものあらざれば、西洋の人は日本も亦無法律の國かと疑ひ、支那朝鮮の士人が惑溺深くして科學の何ものたるを知らざれば、西洋の學者は日本も亦陰陽五行の國かと思ひ、支那人が卑屈にして恥を知らざれば、日本人の義侠も之がために掩はれ、朝鮮國に人を刑するの惨酷なるあれば、日本人も亦共に無情なるかと推量せらるゝが如き、是等の事例を計れば、枚擧に遑あら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互相帮助，但今天的中国和朝鲜对我们日本确实一丝一毫的帮助都没有。而在西方人看来，因为三国地界相接，所以经常对三国一视同仁，也就是把对支那和朝鲜的看法强加在日本的身上。例如，支那和朝鲜的政府秉承古风，以专制代替法律，西方人就怀疑日本也没有法制；支那和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道科学为何物，西方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如果支那人卑躬屈膝、不顾廉耻，日本人的豪气也会被掩盖；朝鲜对人施以酷刑，日本人也会被认为是没有人性的人。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福泽谕吉的脱亚主张鲜明而无奈，虽然他急切希望摆脱不思改革的中国与朝鲜两国的消极影响，以日本的民族主义冲击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但却不得不承认与中朝两国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亲近性，三国的一体性不容忽视。

福泽文中提到的“兴亚论”却是当时日本社会更有影响力的思潮，被后人认为是早期亚洲主义的开端。虽然“脱亚”和“兴亚”存在字面上的对立性，但却同是以日本本身的国力强大为目的。摆脱是想脱离代表传统与落后的亚洲文化，迈入“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繁荣是想在亚洲邻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富国兴邦（日本），因此，两者的立足点都是日本，而非亚洲。两个主张只不过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关注不同的方面，从日本本身来看绝不是对立的观点。“脱亚论”主要是从文化层面，而“兴亚论”则是从实践的角度。尽管如此，对日本没有太大差别的观点，对于中国和朝鲜却是另一番感受了。
也正是在亚洲主义的传衍中，“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凸显出来。
竹内好在编辑《亚洲主义》（日本现代思想体系9）一书时，著述“亚洲主义的展望”（1963年）一文来解题，文中提出“亚洲主义”
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强调了它的多义性，说它是具有同一个“连带”倾向的多种思想的集合。虽说如此，这同一个倾向也并非清晰明了，竹内好在连带（团结·合作）与侵略两者之间摇摆：
アジア主義は、膨脹主義または侵略主義とは完全に重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またナショナリズム（民族主義、国家主義、国民主義および国粋主義）とも完全に重ならない。むろん、左翼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も完全には重ならない。
（亚洲主义是既不与膨胀主义，也不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的思想。亚洲主义也不与nationalism（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国粹主义）完全重合，当然也不和左翼的国际主义完全重合。）
アジア主義は、前に暫定的に規定したように、それぞれ個性をもった「思想」に傾向性として付着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独立して存在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が、しかしどんなに割引きしても、アジア諸国の連帯（侵略を手段とすると否とを問わず）の志向を内包している点だけには共通性を認め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これが最小限に規定したアジア主義の属性である。
（正如前文暂定的概念所言，亚洲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特征，是一个并非独立存在的“思想”性倾向。但是，无论如何简化，这种思想的共同点是包含亚洲各国的连带理想（不问是否以侵略为手段）。这是亚洲主义最基本的属性。）
虽然竹内好有意模糊亚洲主义观点中隐含的侵略性导向，但却不得不承认亚洲主义的膨胀主义的起源与要素：
しかし、それらのどれとも重なり合う部分はあるし、とくに膨脹主義とは大きく重なる。もっと正確にいうと、発生的には、明治維新革命後の膨脹主義の中から、一つの結実としてアジア主義が生まれた、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も、膨脹主義が直接にアジア主義を生んだのではなくて、膨脹主義が国権論と民権論、また少し降って欧化と国粋という対立する風潮を生みだし、この双生児ともいうべき風潮の対立の中からアジア主義が生み出された、と考えたい。
（然而，（亚洲主义虽然）与每个主义都有重合的部分，但与膨胀主义的重叠部分最多。更准确地说，亚洲主义被认为是明治维新后膨胀主义结出的一个果实。当然，膨胀主义并非直接导致了亚洲主义的产生。我认为，膨胀主义是在国权论与民权论以及稍后的欧化与国粹的对立风潮中诞生的，是受争论双方影响而出现的思想。）
对于日本的亚洲主义，中日学者都认可其阶段性特征，即从初期的连带到后期的侵略的转变。狭间直树从亚洲文明史、思想与协会活动的角度研究亚洲主义，主张从1880年兴亚会成立到1900年日本出兵镇压义和团为止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到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第三阶段是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黑木彬文也是认同三阶段说，但初期是从幕末到甲午战争，中期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晚期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
盛邦和认为日本的亚洲主义可以分为早期“古典亚洲主义”或称为“民间亚洲主义”，和后期亚洲主义，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文化“盾牌”、理论“借口”和思想“指导”的亚洲主义。两个阶段的亚洲主义具有思想、组织和活动上的联系。

王屏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具有独到之处，她综合了各派的观点，主张从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第一个民间亚洲主义组织“振亚会”的成立到日本第一个全国性规模的亚洲主义组织“东亚同文会”成立是第一阶段（1878-1898年）；20世纪最初的30年是亚洲主义的第二阶段（1898-1928年）；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是第三阶段（1928-1945年）。其中第一阶段是亚洲主义的思想阶段，以甲午战争为界区分为“亚洲连带论”思想和“支那保全论”思想两段，前者强调亚洲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后者强调与列强共同“保护”中国，具有明显的侵略意图，是日本亚洲主义“质变”的开始。第二阶段中，日本民间右翼团体中的亚洲主义者直接参与了日本政府吞并朝鲜的活动，是亚洲主义的行动阶段。第三阶段是“没有思想的亚洲主义”时期，亚洲主义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招牌，是为其侵略行为辩护的挡箭牌，这是作为“外交战略”的亚洲主义。
综合以上各个阶段亚洲主义的不同面貌，王屏定义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为：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

在早期亚洲主义阶段，亚洲的含义还是以广域的，例如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就不仅仅针对中日朝三国，而且也把波斯和土耳其作为其派遣通信员的场所，但在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全国规模的亚洲组织——东亚同文会（吸收了兴亚会的成员）则明确使用了“东亚”的名称，这是因为其主要针对中国。
对于日本提出的亚洲主义，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曾经有过呼应。相比之下，孙中山是响应而李大钊是批驳亚洲主义。孙中山在1913年《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和1924年在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的演说，都与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有类似之处，包括中日连带以及以仁义“王道”替代欧美“霸道”的说法
都与日本亚洲主义者的提法有雷同之处。李大钊则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等文章，认为当时日本提出的“亚洲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别称，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根据上文王屏的分析，孙中山和李大钊所面临的日本亚洲主义确实已经呈现侵略的信号，所以李大钊的警告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王屏认为，从最初的古典亚细亚主义质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性外交策略，其变化的过程体现出“民间的”理想主义和“政府的”现实主义的交错与重叠。她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加大了分析的难度，因为按照一般中国学者的思路，日本的民间力量与军国主义是割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纳入并变革近代甚至现代国际秩序的确实是政府的现实主义，即大东亚新秩序观与大东亚共荣圈。也正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设想中，日本把东亚区域独立出来。
1938年11月，在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东亚新秩序论”被明确提出，内容包括：“（1）该秩序的构成主体是‘日满支’；（2）‘新秩序’的实现途径和目标，是通过‘日满支’相互联合，‘以成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之互助连环关系为主干，期待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以及实现经济联合’；（3）‘新秩序’的思想源泉，来源于日本‘建国之精神’；（4）‘新秩序’同日本国民的关系是，‘其完成乃我当代日本国民所负指光荣责务’；（5）‘新秩序’同该秩序之外的列国的关系，是‘坚信列国能正确认识帝国之意图，并能适应东亚之新形势’；（6）‘新秩序’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前进运势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其实现的途径。”
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由又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口号，完成日本侵略的理论体系和地理范围扩张。在1942年日本政府出版的一本的宣扬希特勒“欧洲共荣圈”的小册子中，“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范围被明确为：中国（关内）、“满洲国”、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南洋、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和菲律宾，把东南亚各国也包含在内。
日本通过共荣圈的划定，使用本身八纮宇以及家天下等观念，又切合各国民族主义要求，把东亚区域纳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新体系中。（参见图1）
图1：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理念图解






















资料来源：雷国山：《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5月，第254页。
针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美国曾经以自己的“门户开放主义”为基础，主张其在华利益不应该受到日本的破坏，而且决不承认任何一国随意给非本国主权领域规定“新秩序”，
表现出美国对于东亚区域的关注与参与地区事务的意图。
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破产，但“东亚”这一地域概念却遗留下来，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国际秩序中的事实区域整体。

四

战后，东亚各国纷纷独立，在争取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联合的声音，但因为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情况并不乐观，超国家的区域联合并没有太多可能。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展开，亚洲区域也出现类似动向，但多以日美为主动，如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经济圈构想”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是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真正稳定并发展后才正式展开。
东亚区域意识的真正形成源于日本的重新崛起以及四小龙的经济起飞。1980年，傅高义出版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引起欧美对身处东亚的日本的注意，并对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开始瞩目，寻找其群体性崛起的共同性原因。儒家文化说、自由市场说、政府宏观调控说、经济民族主义说以及外因说是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其中儒家文化说最具有影响力
，是将华夷秩序下中国礼治天下所传播的儒家文化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是一个强化区域意识和认同感的有力观点。
儒家文化说主要针对马克斯·韦伯对于东方儒家社会的断言。1978年，赫曼·康恩（Herman Kahn）带着他的新书《世界经济发展》（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到台湾与学术界讨论。在书中，康恩称日本、韩国与台湾是三个“新儒家社会”（Neo-Confucian Society），其经济成就与儒家伦理息息相关，提出韦伯命题。侯家驹首先回应，发表《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
。金耀基将争论的核心问题及回答划分为结构论（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类，认为台湾的成功经验或由于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安排，或着眼于观念与价值的性格，二者应相互补充。
此后，杜维明和罗荣渠的深入分析更丰富了这个观点的文化层面、宗教性含义与文明构成立场。

随着世界银行《东亚奇迹》（1993年）研究报告的出版，“东亚”的区域概念开始从中日韩三国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传统的中日韩则是“东北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和日本殖民体系的遗留。《奇迹》一书采纳了“儒家文化说”的说法，同时综合了自由市场说和政府宏观调控说的观点，提出折衷性解释。书中先肯定东亚（四小龙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地区经济增长实绩，认为“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速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并提出几个促进增长的共同因素：（1）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促FDI以及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3）促进出口；（4）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5）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6）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良好教育与高识字率）；（7）成功的工业化；（8）收入不公平程度较低（减少贫困）。这其中很多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儒家重视教育、重视家族和团体等特征。因此，东亚地区也被冠以“儒家资本主义”的名称。

东亚区域的认同感更因为生产分工和贸易-投资-金融的区域流动而加深。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经历了雁行模式和竹节模式的变化，而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流动直接促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的形成。

“雁行模式”原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解释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用语，指从进口→生产与出口→出口增加的的产品生产周期，其产品线就随着进口-生产-出口的移动而形成展翅翱翔的三只大雁。
战后，在赤松要本人以及小岛清、山泽逸平等人的解释下，“雁行模式”拓展为分析产业国际转移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东亚的区域性经济发展就体现了这一模式。率先完成工业化的日本通过国内产业重点的转移形成溢出的直接投资，为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创造市场机会和连续性的生产分工体系。在“东亚奇迹”的群体国家中，雁头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日本，雁身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四小龙，雁尾则是东亚其他国家，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为主。虽然日本的产业溢出效应还有待更为有力的论证，但这个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梯度分布、相继起飞以及对日本的经济依赖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由于东亚国家相继进入产业优化升级阶段，再加上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和中国经济崛起等因素，雁行模式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在东亚整个地区配置生产环节、优化产业布局的模式，形成FDI拉动的供应链和国际产业链群一节一节提升产业结构的形式，这被形象地称为“竹节模式”。这一模式因为是独立性的跨国公司通过生产分割形成的分工关系，因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就更为紧密。中国经济的崛起更带动东亚地区新的分工形式的出现，虽然这一模式还未最终成形，但有学者命名之为产业集聚的“睡莲模式”（Lily-pad Pattern）。
从雁行模式、竹节模式到可能出现的睡莲模式，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体现为从日本投资溢出主导到中国大市场吸纳主导的转化。

随着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本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呈现出密集和迅速的状态（参见表1）。1997年-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促成了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协议的达成。东亚各国达成了以清迈倡议（CMI）为代表的地区金融合作框架，以货币互换协议提高防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参见图2）。

图2：清迈倡议（截止到2008年12月12日，总额为1700亿美元，箭头为提供互换货币的方向）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http://www.mof.go.jp/jouhou/kokkin/chiangmai.htm，下载于2008年12月。

表1：东亚地区贸易合作状况（截止到2009年，部分）

[image: image1.emf]名称 生效年份 具体类型 所处阶段

亚太贸易协定（APTA） 1976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1992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 2000 自由贸易协定  已提议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000 自由贸易协定  已提议

APTA-中国 2002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日本-东盟更紧密经济伙伴（CEP） 2002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EFTA（冰岛，挪威，瑞典）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东盟-印度地区贸易协定 2003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 2004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韩国-EFTA（冰岛，挪威，瑞典）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老挝-泰国 1991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新加坡-新西兰 2001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新加坡-日本 2002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澳大利亚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日本-韩国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泰国-印度 2003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中国-香港（CEPA）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中国-澳门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韩国-智利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美国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香港-新西兰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墨西哥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泰国-澳大利亚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泰国-新西兰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加拿大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智利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印度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约旦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韩国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墨西哥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巴拿马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中国-巴基斯坦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中国-新加坡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智利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新西兰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秘鲁 2009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日本-加拿大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马来西亚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韩国-澳大利亚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韩国-新西兰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韩国-美国 2008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韩国-墨西哥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智利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马来西亚-美国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菲律宾-美国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资料来源：Aminian, N.& K.C. Fung & F. Ng. Integration of Markets vs. Integration by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54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rch 2008.

转引自李真男：“东亚区域性贸易合作模式的比较和选择——基于GTAP模型的研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
虽然东亚各国都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所采取的立场和原则并不相同。日本试图在东亚复制世界经济体系的图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强化自己的主导地位。日本更在2005年使用东亚15国货币为基础，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以作为亚元的先期试验。在推行自由协定过程中，日本也力推实行日本政策本地化的EPA协定，试图把本国的政策

加于协定对象国。另外，日本还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入东亚，以广域东亚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与韩国则相对温和。为了避免与日本的主导国之争，中国促成东盟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国，而韩国则跳出东亚，试图利用印度、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来深化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实力。需要指出的是，东亚也因为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以及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的持续干预，而不能形成区域合作的闭环。

从经济合作的现实来看，自然障区虽然划定了东亚的区域范围，但只是提供了一种自然基础，之前的华夷秩序是以礼治和零散的贸易为主，是各个国家滞体组合之间的文化和偶然性经济交流，是较少的流体经济量输出入，具有文化的缓慢渗透功能；而今天东亚地区贸易-投资-金融的流动，增加了各个国家滞体组合之间的流体输出入，也加深其与地理结构运转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东亚地理区域对经济一体化的正向作用，经济量交流增加明显，一体化速度必然加快。
五

王毅在《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新亚洲主义》
中提出 “21世纪能否形成新的亚洲主义, 一是看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之间能否真正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二是看亚洲能否继承发扬本地区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三是看亚洲发展道路能否继续成功并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等观点，以及合作、开放与和谐等原则。

东亚区域一体化仍面临诸多问题。即使存在“东亚奇迹”等区域性增长实绩，经济融合所塑造的东亚区域还没能摆脱传统东亚经济秩序所遗留的意识，各国在纷纷指责历史造成的诸多后遗时，却又执拗地不愿意甩下这个沉重的包袱。上文主要论述中国的华夷秩序、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以及日本的共荣体系给亚洲带来的历史传承，东亚成员能顺利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意识关键还是取决于如何能善待历史、正视现实。从思想史角度看，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够顺利推行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包括“东亚”概念的重塑、区域的视野、善用危机意识以及大陆-海洋关系的重新思考等。
（1）“东亚”一词原只具有地理学的概念，虽然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具有实际的“东亚”区域性含义，但真正形成一个地区性秩序是在日本殖民侵略过程中，即“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战后的东亚各国对这个概念存有戒心和反感，这就有必要一个重新塑造的“东亚”区域概念。
（2）中国自古就具有“天下”的胸怀，而非区域意识，而日本则在经济发展后试图脱离东亚，归属“文明”欧美，东亚这两个国家区域意识的缺乏，都不利于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开，美国的参与（如APEC），更淡化了东亚的区域边界。东亚的区域边界还有待于东亚各个成员的明晰和认可。
（3）区域一体化因为经济危机而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感，亚洲金融危机即是推动经济合作的一个有力因素。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地区成员都具有危机感，而中国较为缺乏。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善用危机感可以增加一国的地区责任感和较为广阔的发展视野。

（4）至今为止的工业化多以海洋文明征服陆地文明的表象为主，日本的区域研究就多持有海洋视角，从而无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区域内部成员。更为长久的历史时段考察可以打破海洋-陆地关系，注重东亚内部的发展，以平衡而非平均的原则来进行经济合作。
另外，如果考虑到亚洲自然障区的分布特征，印度等南亚国家也与东亚同属一个区域，扩展东亚与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则是更为深远的一个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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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生效年份		具体类型		所处阶段

		亚太贸易协定（APTA）		1976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1992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		2000		自由贸易协定		已提议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000		自由贸易协定		已提议

		APTA-中国		2002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日本-东盟更紧密经济伙伴（CEP）		2002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EFTA（冰岛，挪威，瑞典）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东盟-印度地区贸易协定		2003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		2004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韩国-EFTA（冰岛，挪威，瑞典）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老挝-泰国		1991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新加坡-新西兰		2001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新加坡-日本		2002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澳大利亚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日本-韩国		2003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泰国-印度		2003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中国-香港（CEPA）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中国-澳门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韩国-智利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美国		2004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香港-新西兰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墨西哥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泰国-澳大利亚		2005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实施

		泰国-新西兰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新加坡-加拿大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智利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印度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约旦		2005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韩国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墨西哥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新加坡-巴拿马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中国-巴基斯坦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已实施

		中国-新加坡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智利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新西兰		2008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中国-秘鲁		2009		自由贸易协定		已签订

		日本-加拿大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马来西亚		2006		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中

		韩国-澳大利亚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韩国-新西兰		2006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韩国-美国		2008		经济一体化协定		已签订

		韩国-墨西哥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日本-智利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马来西亚-美国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菲律宾-美国		2007		经济一体化协定		谈判中






